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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协调发展，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 30 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 Theil 指数、

ESDA 等方法解析中国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 SPDM 模型识别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

合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讨论不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1)经济韧性整体呈波动上

扬态势，东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最高。(2)经济韧性呈愈发均等化发展态势，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3)经

济韧性水平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特征，强韧性省(市)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弱韧性省(市)多位于西部内

陆地区，且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 H-H 型和 L-L 型。(4)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且两者之间具

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5)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单一门槛效应下，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态势，

即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金融才能够对区域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 

【关键词】：数字金融 经济韧性 空间杜宾模型 面板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912(2022)08－0057－18 

一、引言 

当面对不可预估的风险冲击时，世界各国政府无比渴望具备抗击与适应危境的能力，使其能够在危境过后迅速将本国经济

拉回正常增长轨迹，谨防一蹶不振。然而，为什么不同国家遭受风险冲击后所展现出的适应能力迥然相异?多数学者认为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是国家之间的经济韧性差异化所致(叶堂林等，2021)[1]。2014 年 11 月 9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

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1眼下，COVID-19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让本已疲迷的

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相较其他诸多国家，中国率先实现了全年 GDP 正增长，向全世界彰显出中国经济的无限的潜力与强劲的韧

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还面临着新旧动能深度转轨的内生冲击，提高经济韧性水平俨然成为助推高质量发展

的稳定着力点。此外，增强经济韧性离不开数字金融支持。作为金融体系范畴中一种新型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将科技与金融深度

融合，凭借“低成本、低门槛与便捷服务”等独有优势，成为提升国家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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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如何?经济韧性的驱动因素包含哪些?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如何?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门槛效应下，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非线性作用效果如何?显然，科学回答上述问题对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韧

性协调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韧性测度研究 

有关经济韧性测度，主要包含多维指标体系和单维指标两种测度方法。从多维指标体系方面，Briguglio 等(2009)[2]选取市

场效率、治理效率、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稳定性四大方面构建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张鹏等(2018)
[3]
选取人均储蓄余额、三产占比、

人均 GDP与地均 GDP 反映山东省 17个城市的经济韧性。张明斗和冯晓青(2018)[4]选取财政收入、FDI、居民储蓄与人均 GDP度量

长三角城市群 16 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陈奕玮和丁关良(2020)[5]选取产业集聚度、经济增长水平、贫富差距、产业结构优化

度与经济敏感度测量中国 264 个地级市的经济韧性。朱金鹤和孙红雪(2021)[6]基于抵抗与恢复力、适应与调节力以及创新与转型

力三大层面，选取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自给率与专利授权总量等 16 项指标度量中国 284 个地级市的经济韧性。邓

又一和孙慧(2022)
[7]
基于抵抗力、恢复力与进化力三大层面，选取金融风险、市场潜力、人口结构、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及绿色

转型等 10项指标度量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韧性。从单维指标方面，徐媛媛和王琛(2017)[8]、冯苑等(2020)[9]、陈奕玮和吴维

库(2020)[10]、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11]、孙久文等(2022)[12]参鉴 Martin(2012)[13]的研究，采用地区敏感度指数衡量经济韧性，

公式为 br=(ΔEr/Er)/(ΔEn/En),其中ΔEr/Er、ΔEn/En分别为地区与全国 GDP或就业人数变化率。 

(二)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研究 

有关经济韧性影响因素，既有研究多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固定资产投资、风险投资、开放度、政府政策与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阐释。Brown 和 Greenbaum(2017)[14]基于美国俄亥俄州县域数据，研究指出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增强区域

经济韧性。Bristow 和 Healy(2018)[15]基于欧盟 28 个国家数据，研究指出置于创新能力领导位置的区域对经济危机的抵御能力

更强。张振等(2021)[16]基于中国 18 个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表明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水平均能够显著增强地区经济韧性。

韩爱华等(2021)[17]基于中国 31个省(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实证表明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带动消

费市场复苏，进而增强经济韧性。张翀和焦伟伟(2021)[18]基于中国 285个地级市数据，研究表明风险投资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

恢复力与转型力。高志刚和丁煜莹(2021)[19]基于中国西北地区 30 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实证表明开放度

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张明斗和惠利伟(2022)[20]基于中国 31个省(市)农业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扶

持强度、基础设施建设及市场规模是驱动经济韧性的关键要素。 

(三)数字金融与经济韧性关系研究 

学术界两者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极为稀缺，在 CNKI上以“数字金融+经济韧性”进行文献检索，仅为1篇，即崔耕瑞(2021)[21]

基于中国 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 GMM方法，实证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发挥着显著促进效果，且这一促进效果更多

体现在恢复力层面。然而，处于当今数字化科技时代背景下，数字金融能否对经济韧性产生重要影响，既有文献只能给出些许辅

助性答案。从居民消费方面，蓝乐琴和杨卓然(2021)[22]基于中国 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表明数字

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且这一促进效果更多体现在西部地区。从技术创新方面，盛明泉等(2021)
[23]

基于中国工业

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指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且这一积极作用更多体现在民营与落后地区企业中。从融资

约束方面，黄锐等(2021)[24]基于 2873家沪深 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这一缓解作

用更多体现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中。从创业方面，熊健和董晓林(2021)[25]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样本数据，采

用 Probit 模型，实证指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创业决策。从资本配置效率方面，封思贤和徐卓(2021)[26]基于中国 31 个

省(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 估计技术，实证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优化资本配置效率。从经济绩效方面，田皓森和潘明清(202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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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 28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绩效的促进效果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

线性变化态势，即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逾越一定门槛值时，两者之间的促进效果才显著。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对经济韧性展开有益探讨，为本文打下扎实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几点尚待完善：第一，

既有研究多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讨论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或是从居民消费、技术创新等方面讨论数字金

融对这类因素的影响，鲜有文献从数字金融视角切入深入剖析其与经济韧性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既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时间维

度层面的对比分析，将时间、空间维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经济韧性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较为匮乏。第三，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

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 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

ESDA 等方法解析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SPDM 模型识别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面板门槛模

型进一步讨论不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全面反映经济韧性多维特征，力求评价结果更加科学，沿袭Briguglio(2009)[2]、张翀和焦伟伟(2021)[18]的研究思路，本

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度量经济韧性水平(rep),具体分为抵御力(基于要素基础等条件抵御外部冲击并维持自身结构与功

能的能力，包含经济规模、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和外资依赖)、恢复力(受外部冲击后维系原本经济运行模式的能力，包含安全稳

定和生态环境)、重构力(受外部冲击后通过创新创造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能力，包含研发能力和人才保障)三大维度，如表1所

示。 

表 1经济韧性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计算方式 预期 

抵御力 

经济规模 

人均 GDP 元/人 GDP/总人口 正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家庭总收入-缴纳所得税- 

个人交纳社保支出-记帐补助)/家庭人口 
正向 

GDP 增长率 % (本年 GDP-上年 GDP)/上年 GDP 正向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 GDP占比 %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负向 

第三产业 GDP占比 %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正向 

采掘业增加值 GDP占比 % 采掘业增加值/GDP 负向 

 

续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计算方式 预期 

抵御力 社会发展 

人口增长率 % (本年总人口-上年总人口)/上年总人口 正向 

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总人口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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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商品按当期价格测算所得价值/ 

商品按基期价格测算所得价值 
负向 

养老保险参保率 %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正向 

医疗保险参保率 %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正向 

失业保险参保率 %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正向 

外资依赖 外贸依存度 % 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负向 

恢复力 

安全稳定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从业人员总数 

+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负向 

财政自给率 % 财政预算收入/财政预算支出 正向 

金融发展 %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负向 

商品市场活跃度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正向 

生态环境 

大气污染 吨/万元 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负向 

水污染 吨/万元 工业废水排放量/GDP 负向 

垃圾污染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建成区绿化面积/建成区总面积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公园绿地面积/总人口 正向 

重构力 

研发能力 

R&D 经费投入强度 % R&D 内部经费支出/GDP 正向 

产业高级化指数 %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数 %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正向 

研发人员占比 % 研发人员数量/总人口 正向 

科学技术支出 % 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总支出 正向 

人才保障 

人均床位数 张/万人 医院床位数/总人口 正向 

人均教育支出 元/人 教育经费支出/总人口 正向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本文采用纳入时间变量改进后的熵值法评价模型，客观测评区域经济韧性，步骤如下： 

(1)指标设定：设共 t个年份，n个省(市),m 项指标，则 xθij代表第θ年 i省(市)第 j项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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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标准化处理：正向公式为：x′θij=(xθij/xmax);负向公式为 x′θij=(xmin/xθij)。 

(3)指标权重：  

(4)第 j项指标熵值： 且 k>0,k=ln(tn)。 

(5)第 j项指标信息效用值：gj=1-ej。 

(6)各指标权重：wj=gi/∑jgj。 

(7)各省(市)经济韧性综合得分：  

2.泰尔指数(Theil) 

本文采用 Theil 指数刻画经济韧性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厘清差异的主要来源，公式如下： 

 

式中，T为经济韧性水平；yi为第 i个区域经济韧性水平；y¯为区域经济韧性平均水平。T∈[0,1],T 值愈大，反映地区差异

愈大，反之则反。进一步，刻画域间与域内经济韧性水平差异，公式如下： 

 

式中，Tb为域间差异；Tw为域内差异；Τk=∑i∈gkyiyklogyi/yk1/nk 为 k组的组内差距，k=1,2,…,K。基于此，测算组内

差距与组间差距贡献率，公式如下： 

 

式中，Dk为组内差距贡献率；Db为组间差距贡献率。 

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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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全局 Moran’I指数测算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关联程度，公式如下： 

 

式中， 为省(市)数；xi为省(市)经济韧性水平。Moran’I

指数取值范围为[-1,1],I>0 代表正相关，I<0代表负相关，I=0 代表随机分布。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由于地理距离相近但不毗邻

省(市)间的观测变量可能存在互相辐射，本文选择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后续分析，公式如下： 

 

式中，dij为省(市)i与省(市)j间地理距离，以省会城市间经纬度直线距离表征。 

进一步，本文采用 Moran 散点图描绘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关联模式，即揭示观测变量(z)与其空间滞后向量(wz)间相关关系，

第一至第四象限分别表示高-高(H-H)、低-高(L-H)、低-低(L-L)及高-低(H-L)四种集聚类型。 

4.空间面板模型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维持劳动力与资本规模报酬固定的先决条件下，产出(Y)与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之间

存在如下关系： 

 

式中，A为索罗余值；α为资本边际生产力；β为劳动力边际生产力。 

现如今，数字金融已然成为生产经营活动不可或缺要素之一，沿袭王永仓和温涛(2020)[28]的研究思路，将数字金融纳入产出

函数，得： 

 

式中，F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γ为数字金融边际生产力。 

基于上述分析，为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借鉴崔耕瑞(2021)[21]的研究，本文设定基准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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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ep 为经济韧性；df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controls为物质资本(cap)、人力资本(hum)等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

机扰动项，下同。 

考虑到经典面板回归模型难以解析观测变量之间的空间效应，本文在式(9)的基础上，分别纳入空间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公

式如下： 

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PLM): 

 

式中，ρ为空间滞后系数，揭示邻近省(市)经济韧性对本省(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ui、vt分别代表控制时间与空间效应，

下同。 

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PEM): 

 

式中，φ为空间自相关误差项；λ为空间误差系数，揭示邻近省(市)不可观测因素对本省(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式中，θ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系数，揭示邻近省(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本省(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由于空间交互效应存在，Lesage 和 Pace(2009)[29]指出，当式(12)中且ρ≠0显著时，对观测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无法

简单通过 SPDM模型估计系数真实反映，应进一步采用偏微分方法来度量，具体如下： 

 

式中，Y为经济韧性；X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ln为 n×1阶单位矩阵。 

进一步，将式(16)转化为偏微分方程矩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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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对角线元素均值为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非对角线元素均值为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间接效应，即溢出效

应；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经济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1.经济韧性发展趋势 

 

图 1经济韧性发展趋势 

图 1 显示，2011—2020 年中国经济韧性整体呈波动上扬态势，rep 值由 0.2920 升至 0.3223,涨幅达 10.38%,但 rep 均值仅

为 0.3064,表明中国经济韧性亟待提高，当面临外界冲击时，抵御、恢复以及重构能力相对不足。其中，2018年作为[2011,2020]

区间内“峰值”,自此之后，rep值有所下降。可能的解释，2018 年作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伴随《关于全面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政策陆续出台，中国各省域紧抓时

代机遇，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加大对原始创新能力、绿色发展方式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使得全国经济韧性有所增强。从

三大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变动趋势与全国整体水平大致保持吻合，但各区域经济韧性仍存差异，东部地区经济韧性

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2.经济韧性空间差异 

由表 2可知，2011—2020 年 Theil 总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T值由 0.0861 落至 0.0623,降幅达27.6%,表明中国经济韧性呈

均等化发展态势。区域经济韧性差异缩小离不开政府大力实施协同发展战略，近年来，伴随“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

揽子扶持政策深入落实，省域间逐步形成“争芳夺艳、各富特色”的区域经济韧性格局。从域间与域内差异看，历年 Tbr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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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2)大于 Twr均值(0.4808),表明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较大，即三大区域内部省域间经济韧性步调不相一致。 

表 2经济韧性 Theil 指数 

年份 T 全国 T 东部 T 中部 T 西部 

域间差异 域内差异 

Tbr 贡献率 Twr 贡献率 

2011 0.0861 0.0681 0.0025 0.0075 0.0481 0.5587 0.0380 0.4413 

2012 0.0922 0.0695 0.0031 0.0112 0.0520 0.5640 0.0402 0.4360 

2013 0.0869 0.0652 0.0043 0.0129 0.0486 0.5593 0.0383 0.4407 

2014 0.0918 0.0728 0.0096 0.0171 0.0474 0.5163 0.0443 0.4826 

2015 0.0958 0.0742 0.0119 0.0191 0.0495 0.5167 0.0463 0.4833 

2016 0.0826 0.0649 0.0103 0.0143 0.0433 0.5242 0.0393 0.4758 

2017 0.0682 0.0643 0.0086 0.0045 0.0333 0.4883 0.0349 0.5117 

2018 0.0568 0.0563 0.0093 0.0078 0.0256 0.4507 0.0312 0.5493 

2019 0.0622 0.0546 0.0069 0.0096 0.0312 0.5016 0.0310 0.4984 

2020 0.0623 0.0561 0.0069 0.0047 0.0319 0.5120 0.0304 0.4880 

 

3.经济韧性空间格局演化 

本文以 2011 年、2020 年为观察年份，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描绘中国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四分位图。图 2 可知，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韧性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以 2020年为例，经济韧性水平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模式，北京

经济韧性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天津等 5 个省(市)处于第二区间，经济韧性较高水平以上省(市)地理位置多集中于东部沿

海地带，占总样本的 20%,而新疆、河南等中西部内陆省(市)经济韧性仍存较大提升空间，这一结果也揭示出北京、上海等经济

强省(市)能够充分发挥资金、人力与信息等资源集聚优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回旋余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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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经济韧性空间格局演化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0)4619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

改。 

4.经济韧性空间关联分析 

由表 3可知，2011—2020 年全局 Moran’sI 指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经济韧性呈高经济韧性省(市)被高经

济韧性省(市)围绕(H-H 型)、低经济韧性省(市)被低经济韧性省(市)围绕(L-L型)的空间组织模式，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以

中心带动周边”的城市群政策发挥出一定成效。从时间维度来看，全局 Moran’sI 指数由 0.667(2011年)降至 0.632(2015年),

再升至 0.655(2016年),继而降至 0.584(2020年),表明中国省域间经济韧性空间关联呈“分散→集中→分散”的演进过程。 

表 3经济韧性全局 Moran’sI 指数 

年份 I E(I) Sd(I) z p-value 

2011 0.667 -0.034 0.092 7.622 0.000 

2012 0.658 -0.034 0.094 7.376 0.000 

2013 0.645 -0.034 0.095 7.187 0.000 

2014 0.645 -0.034 0.093 7.345 0.000 

2015 0.632 -0.034 0.094 7.080 0.000 

2016 0.655 -0.034 0.094 7.317 0.000 

2017 0.611 -0.034 0.092 7.045 0.000 

2018 0.576 -0.034 0.095 6.436 0.000 

2019 0.573 -0.034 0.094 6.479 0.000 

2020 0.584 -0.034 0.093 6.648 0.000 

 

图 3显示，中国经济韧性集聚类型大致保持 H-H型与 L-L型。其中，2011 年、2020 年 H-H 型与 L-L 型集聚省(市)均占总体

样本的 90.0%。在集聚类型变化上，2011—2020 年 H-H 型省(市)数量由 8 个降至 7 个，山东、辽宁分别由 H-H 型落入 H-L 型与

L-L 型，福建由 L-H 型升入 H-H 型，H-H 型省(市)大多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与研发能力等方面较为突出，

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省域之间经济要素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从而构成经济韧性核心区域。2011—2020 年 L-L 型省(市)数量由

19个升至20个，辽宁由 H-H 型落入 L-L型，L-L型省(市)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经济距离邻近的省域间经济韧性皆不高，导致

经济要素溢出效应不够明显，从而形成低经济韧性集聚区域。 



 

 11 

 

图 3经济韧性空间关联模式 

(二)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1.变量选取与说明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df)。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促进消费升级来增强

区域经济韧性，具体来说： 

(1)缓解信息不对称。传统金融机构对企业生产经营规划等相关信息获取成本不菲，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数字金融作为金融

体系范畴中一种新型金融业态，以互联网、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能够智能化挖掘、归类海量数据，更好地

充当借贷者之间信息适配者角色，降低了企业信息搜寻、交互成本，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拓展企业抵御外界冲

击的“腾挪空间”。 

(2)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传统金融机构受物理柜面网点、人工成本等束缚，其多汇聚于商业或人口密集的城市，借贷、

现金存取等金融服务难以下沉至小微企业等“长尾客户”,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伴随数字技术进步，数字金融革新了传

统金融产品与服务，能够大幅下移金融服务门槛，加速金融资源流动，使以往被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长尾客户”亦能公平享受

更多个性化的金融“呵护”,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当企业遭受外界冲击时，金融机构能够充分发挥网络效应，迅速满足企

业金融诉求，从而强化企业资金融通及时性，实现经济韧性提升。 

(3)促进消费升级。数字金融凭借数字技术开放与共享特性，以“指尖上的消费王国”(手机 APP)为依托，采用扫码支付、

网上支付等方式，其“去中介化”的线上资金撮合交易模式能够打破商品贸易的时空约束，大幅压缩了居民购物的时间成本，优

化了居民消费体验，有助于促进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使得消费者愈发“成熟理性”,又会反作用于产品市场，倒逼企业产品逐

步迈向高端化，从而增强经济韧性。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刻画中国省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这一指数由覆盖

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大维度构成，具体指标选取及计算过程参阅郭峰等(2020)[30]的研究。 

为避免相关因素缺失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1)物质资本(cap)。一般而言，物质资本能够通过“直接支持”(直接带动居民消费，并吸引国内外投资)与“间接维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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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社会等资本积累须依托物质资本)两种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倪超和孟大虎，2017)[3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物质资

本投入视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经济保持持续性增长能够有效增强区域未知风险抵御能力，是遭受外界不确定因素

冲击后经济韧性的最直观展现，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取自然对数表征。 

(2)人力资本(hum)。一方面，充裕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研发创新、产业升级的核心要素，能够加速区域经济恢复能力。另一方

面，高素质人力资源往往具有高收入水平与高消费能力，当区域遭受外界冲击时，人力资本优势能够通过扩大消费减轻经济波

动，充分发挥“减震器”作用，本文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取自然对数表征。 

(3)信息化水平(inf)。信息化以现代通信为基础，致力塑造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成本与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通过技术优势增强区域对外界危机的应对能力，本文以电信业务总量占 GDP 比值表征。 

(4)政府扶持程度(gov)。一般而言，当区域遭受外界冲击时，政府“有形之手”往往会通过财政扶持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有利于危机产业实现复苏，本文以财政支出总额与 GDP 比值表征。 

(5)对外开放程度(open)。一般而言，对外开放度反映区域对冲击的敏感度，其值愈高表明区域与外部环境联系愈为密切，

更易遭受外界冲击，本文以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GDP 比值表征。 

(6)创新能力(inn)。创新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源，一般而言，当区域遭受外部冲击后，能够依托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

快速扭转经济颓势，本文以专利授权数量与总人口比值表征。 

(7)交通基础设施(tra)。伴随经济网络连接逐渐深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愈发达，区域间交流互通更加便捷、高效，能

够联合毗邻地区共同抵御冲击，实现协同发展，本文以公路货运量与总人口比值表征。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4所示。 

表 4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别 名称 编码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韧性 rep 熵值法，计算方法见前文 0.3064 0.1339 0.8453 0.1541 

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df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00,计算方法见前文 2.1725 0.9697 4.3193 0.1833 

控制变量 物质资本 cap LN(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00 0.0953 0.0086 0.1109 0.0614 

 人力资本 hum LN(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100 0.0426 0.0080 0.0552 0.0152 

 信息化水平 inf 电信业务总量/GDP 0.0568 0.0543 0.2848 0.0102 

 政府扶持程度 gov 财政支出总额/GDP 0.2505 0.1035 0.6430 0.1103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GDP 0.0186 0.0154 0.0842 3.44e-06 

 创新能力 inn 专利授权数/总人口×100 0.1150 0.1324 0.7438 0.0086 

 交通基础设施 tra 公路货运量/总人口×100 0.2462 0.1025 0.6607 0.0677 

 

2.空间面板模型适配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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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际研究问题需求，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后续回归分析。在此之前，须验证模型适配性，沿袭 Elhorst(2014)[32]

的研究思路，本文检验步骤如下： 

(1)对不含空间交互效应普通面板模型分别进行 LR、LM 检验，明晰模型是否应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以及是否存在空间

滞后或空间误差特征，若两种特征皆存在，宜考虑 SPDM 模型。 

(2)即便 LM检验结果支持 SPDM 模型，仍须采用 Wald、LR 检验进一步判别 SPDM 模型能否退化为 SPLM 或 SPEM模型。 

(3)Hausman检验判断模型估计方法宜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可知，从 LR检验来看，LR-Time(737.89,P=0.000)、LR-Ind(46.82,P=0.000)统计量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应

控制时间与个体双向固定效应。从LM检验来看，LM-Lag(64.357,P=0.000)、RLM-Lag(11.867,P=0.001)、LM-Error(62.044,P=0.000)

与 RLM-Error(9.554,P=0.002)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存在空间滞后与空间误差特征，考虑 SPDM 模型。从 Wald 和

LR 检验来看，Wald-Lag(43.22,P=0.000)、LR-Lag(41.54,P=0.000)、Wald-Error(50.07,P=0.000)与 LR-Error(49.25,P=0.000)

统计量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 SPDM模型退化为 SPLM或 SPEM 模型的原假设(H01∶θ=0,H02∶θ+δβ=0),表明 SPDM 模型

能够更好地适配数据。Hausman 检验(116.85,P=0.000)结果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下 SPDM 模型进行估计。概而括之，本文采用

时空双固定效应下 SPDM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 5空间面板模型适配性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值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值 

LM-Lag 64.357 0.000 Wald-Lag 43.22 0.000 

Robust LM-Lag 11.867 0.001 LR-Lag 41.54 0.000 

LM-Error 62.044 0.000 Wald-Error 50.07 0.000 

Robust LM-Error 9.554 0.002 LR-Error 49.25 0.000 

LR-Time 737.89 0.000 Hausman 116.85 0.000 

LR-Ind 46.82 0.000    

 

3.回归结果分析 

表 6报告了 SPDM 模型回归结果，df系数为0.0368,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w×df系

数为 0.0535,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省(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增强本省(市)

经济韧性。ρ系数为 0.1621,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省(市)经济韧性提高会增强

本省(市)经济韧性。 

表 6 SPDM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个体固定效应 M1 时间固定效应 M2 双向固定效应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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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0.0301**(1.97) 0.1571***(5.26) 0.0368**(2.43) 

cap 1.0187***(2.99) -2.9907***(-4.67) 0.8377**(2.30) 

hum -2.7524(-1.41) 3.7073***(4.57) 0.4110(0.20) 

inf 0.0534(0.69) -0.1195(-0.65) 0.1110(1.47) 

gov 0.0423(0.73) 0.5237***(5.74) 0.0351(0.60) 

open 0.4558***(3.27) 0.5229***(2.65) 0.5548***(3.87) 

inn 0.1031***(2.79) 0.7965***(15.56) 0.1026***(2.85) 

tra 0.0510(1.50) -0.0302(-0.94) 0.0615**(1.82) 

w×df -0.0122(-0.74) 0.0212(0.41) 0.0535**(2.26) 

w×cap -1.0188(-1.22) -5.9267
***
(-3.34) -1.1343(-1.13) 

w×hum 1.0988(0.30) -5.7213
***
(-2.70) 8.5588

*
(1.76) 

w×inf -0.1329(-1.44) 0.3126(0.98) 0.3177*(1.95) 

w×gov -0.5595***(-4.15) -1.1355***(-6.39) -0.5419***(-3.19) 

w×open 0.9544***(2.90) 2.1041***(3.98) 1.2596***(3.43) 

w×inn -0.1500***(-2.91) -0.6490***(-6.01) -0.1534**(-2.35) 

w×tra 0.0653(1.05) 0.0974(0.87) 0.1567*(1.78) 

ρ 0.3511***(4.67) 0.4174***(6.29) 0.1621*(1.84) 

Log-L 814.0076 502.1671 829.1402 

R2 0.2695 0.9325 0.2248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z值，下同。 

4.空间效应分解 

表 7 回归结果并不能用于直接讨论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边际影响，须对时空双固定下 SPDM 模型进行偏微分，结果如表 7

所示。df直接效应系数为0.0393,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与本文理论预期相一致。df间

接效应系数为 0.0712,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省(市)数字金融发

展水平提高会增强本省(市)经济韧性。可能的解释，数字金融主要借助数字技术，使得资金、人员及信息等不再束缚于某一特指

范畴，其“低扩散成本与高扩散速度”削弱了“位置阻力”,提高了区域间金融活动联结的广度与深度，能够有效带动邻近地区

数字金融发展，从而增强邻近地区经济韧性。 

从控制变量来看，cap直接效应系数为0.7884,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物质资本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cap 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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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1.1317,未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物质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意味着物质资本作为一

种相对稀缺的资源，未能得以最优配置，省域间经济联结更多呈一种对资本要素的“竞争战”而非良性互动。hum 直接效应系数

为 0.9290,未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可能的解释，中国人力资本水平还

不够高，无法充分发挥对经济韧性的强化效果。hum 间接效应系数为 9.9570,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

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省(市)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增强本省(市)经济韧性。可能的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外部性十分

显著，尤其是初级人力资本所发挥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加易于散播，能够短期内优化生产效率，从而增强邻近地区经济韧性。inf

直接效应系数为 0.1251,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化水平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与本文理论预期相一致。inf 间接效

应系数为 0.3878,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化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意味着发达的信息化水平能

够深化区域间经济要素所带来的高效知识溢出，从而带动邻近地区经济韧性提升。gov 直接效应系数为 0.0187,未通过 10%显著

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扶持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意味着企业过度依赖政府扶持反而削弱了自身竞争力，导致经

济韧性有所降低。gov 间接效应系数为-0.6327,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扶持对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意

味着“GDP 锦标赛”等现象存在会加剧地方政府间经济政策“畸形”竞争，降低邻近地区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削弱邻近地区

经济韧性。open 直接效应系数为 0.6110,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与本文理论预期相

一致。open 间接效应系数为 1.6068,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对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意味着

对外开放引致的知识溢出与前后向关联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韧性提升。inn 直接效应系数为 0.0985,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创

新能力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与本文理论预期相一致。inn 间接效应系数为-0.1562,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创新能力对区

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可能的解释，创新能力强的地区会对邻近地区科创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从而削弱邻

近地区经济韧性。tra 直接效应系数为 0.0655,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显著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与本文理论预

期相一致。tra 间接效应系数为 0.2009,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意

味着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会便捷地区间经济要素交流，惠及邻近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增强邻近地区经济韧性。 

表 7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f 0.0393***(2.60) 0.0712***(2.87) 0.1105***(5.53) 

cap 0.7884**(2.15) -1.1317(-0.95) -0.3432(-0.25) 

hum 0.9290(0.47) 9.9570
*
(1.65) 10.8860(1.58) 

inf 0.1251
*
(1.76) 0.3878

*
(1.94) 0.5129

**
(2.51) 

gov 0.0187(0.32) -0.6327
***
(-3.33) -0.6140

***
(-2.98) 

open 0.6110***(4.10) 1.6068***(3.38) 2.2178***(3.98) 

inn 0.0985***(2.73) -0.1562**(-2.21) -0.0577(-0.87) 

tra 0.0655**(2.08) 0.2009*(1.84) 0.2664**(2.32) 

 

5.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实证结果可信度，本文采取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变换空间面板计量模型。采用 SPLM模型替换 SPDM

模型后重新进行回归。第二，减少控制变量。剔除控制变量信息化水平(inf)与对外开放程度(open)后重新进行回归。稳健性检

验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看出，主要变量 df、w×df 和 ρ 回归系数的正负号与前文 SPDM 模型回归结果并无差别，且显著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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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保持一致，表明本文实证分析论断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8稳健性结果检验 

变量 方法 1SPLM 方法 2SPDM 

df 0.0494***(4.56) 0.0268*(1.76) 

w×df  0.0480**(2.01) 

ρ 0.3101***(3.84) 0.2281***(2.6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Log-L 808.3716 818.2253 

R2 0.1439 0.0430 

 

6.门槛效应分析 

考虑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会伴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因此，本文采用Hansen(1999)[33]

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进一步探索不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差异。 

单门槛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ui为个体固定效应，qit为门槛变量，γ为门槛值，xit为外生变量，yit为被解释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θ1、θ2为

参数估计值，I为示性函数，当满足括号里条件，I取值为 1,否则取 0。 

为检验门槛模型建构是否合理，本文以经济韧性(rep)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df)为解释变量及门槛变量，并纳

入物质资本(cap)等控制变量，采取自助抽样法(Bootstrap)对门槛估计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如表 9 所示。不难看出，df 单一

门槛值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门槛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仅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因此，本文采用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 9门槛效应检验 

解释变量 门槛检验 门槛值 F值 P 值 

临界值 

0.1 0.05 0.01 

df 

单一门槛 2.5476
*
 19.86 0.0600 15.4268 23.3436 34.6075 

双重门槛 0.2889 12.68 0.1200 12.7272 14.4006 17.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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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门槛估计值是否真实，本文采用似然比检验(LR)进一步验证，如图 4所示。可以看出，LR=0 时所对应的值为门槛值，

LR<7.3523 时(虚线以下)的区间为门槛值 95%的置信区间，因此，本文门槛值置于置信区间内，验证了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 

 

图 4门槛效应检验 

在上述检验基础上，表10报告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门槛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df门槛值不高于 2.5476 时，df

系数为 0.0028,未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当 df门槛值高于 2.5476 时，df系数为 0.0093,在 1%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明，

伴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态势，即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金融能够对

区域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数字金融

发展通常须依托于互联网、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而这类技术多汇集于大城市。在数字金融覆盖面较窄的地区，区

域经济韧性发展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居民消费体验欠佳等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在一定上削弱

了经济韧性提升。 

表 10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P 值 

cap 0.9895** 2.44 0.015 

hum 0.6123 0.27 0.790 

inf 0.0556 1.10 0.274 

gov -0.0620 -1.08 0.283 

open 0.5646*** 3.81 0.000 

inn -0.0630** -2.40 0.017 

tra 0.1022
***
 2.79 0.006 

df(df≤2.5476) 0.0028 0.80 0.423 

df(df>2.5476) 0.0093
***
 3.01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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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 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 Theil 指数、ESDA 等方法解析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

SPDM 模型识别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讨论不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

差异。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从全国总体上看，中国经济韧性整体呈波动上扬态势。从三大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变动趋势与全国整体水

平大致保持吻合，但各区域经济韧性仍存差异，东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2)从全国总体上看，中国经济韧性呈愈发均等化发展态势。从三大区域上看，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较大，意味着

三大区域内部省域间经济韧性步调不相一致。 

(3)中国经济韧性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模式，经济韧性较高水平以上省(市)地理

位置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带，而中西部内陆省(市)经济韧性水平相对不高。 

(4)中国经济韧性呈高经济韧性省(市)被高经济韧性省(市)围绕(H-H 型)、低经济韧性省(市)被低经济韧性省(市)围绕(L-L

型)的空间组织模式，且 H-H型省(市)大多处于东部沿海地区，L-L 型省(市)大多位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5)数字金融是显著促进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省(市)数字金融发

展水平提高会增强本省(市)经济韧性。 

(6)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下，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态势，即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

数字金融才能够对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 

(二)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尝试提出如下建议： 

(1)健全区域协调机制，统筹经济协作事宜。 

应设置常态化区域协调管理机构，统筹规划经济主体间的协作事宜。一方面，机构应立足“一盘棋”考量，综合审视各区域

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等，构建跨行政畛域的统一大市场，淡化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冲破资源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束缚，从而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机构应科学把控要素流动的“尺度”,谨防虹吸效应引致的“单向化”流动程度

加剧。对经济韧性水平不高的地区来说，应充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经济赶超战略，增强对要素资源的“磁力”,从

而有效提高经济韧性水平。 

(2)大力推动金融体系数字化改革，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经济效能。 

一方面，应加大对诸如“智慧金融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加速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努力实现银企间信息

的快捷共享互通，有效降低企业信息搜寻、交互成本。另一方面，应利用数字技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充实消费型金融产品种类，

进而助推居民消费升级。此外，考虑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态势，意味着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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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着眼于缩小“数字鸿沟”,大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在当地布局，拓展数字金融服务网络，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着力改善

金融排斥问题，从而为经济韧性提升增势赋能。 

(3)强化数字金融监管，净化数字金融环境。 

应探索前沿数字技术在监管领域的应用，及时出台符合新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并积极推广“监管沙盒”机制，尽可能规避

因监管失当引致的金融市场芜杂，不断弱化数字金融风险，从而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空间贡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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